
批評與回應

在近代中國基層治理結構中，

上至縣衙門的胥吏、地方社會中的

士紳，下至村莊中的鄉保、村正等在

內的這一群體，被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稱為「經紀人」1，而黃宗智則

稱之為「準官員」2。不同的判斷源自

研究者所採用的不同理論視角。鑒於

杜贊奇的「經紀人」概念早已為海內外

研究者所接受和使用，本文擬以之為

參照，對比並檢討黃宗智的「第三領

域」（third realm）和「準官員」概念的理

論預設及其存在的問題。

黃宗智的這些概念出現在對明清

和民國法律實踐、新中國共產黨獨特

的治理方式和改革開放後的鄉鎮經

濟等現象的解讀之中。2007年，他對

「第三領域」和「準官員」概念進行了系

統的總結3。黃宗智理論概括的依據

既來自於他對順天寶坻、四川巴縣、

台灣淡水和新竹，以及上海周邊的司

法檔案的經驗總結，也有其學生的努

力，比如李懷印對河北獲鹿縣的鄉

地、樊德雯（Elizabeth R. VanderVen）

對東北海城縣勸學所的職員和白德瑞

（Bradly W. Reed）對四川巴縣衙門檔案

中出現的胥吏與衙役的研究。

一　同一個群體的兩張面孔

在近代中國國家政權建設研究領

域中，「經紀人」已成為一個通行的概

念。「準官員」則是黃宗智在探索中國

自身的發展特性時提出的概念。他在

研究清代和民國法律制度時發現，中

國的歷史實踐超出了韋伯等人所做出

的傳統／現代政府、形式主義／實體

主義司法制度的理想類型劃分。他認

為，種種歷史事實與實踐中的矛盾現

象提示我們，中國研究要切實地從自

身歷史經驗出發，尋找「從理論預期

來看是相互矛盾，但其實同是真實」4

的現象，尋找經驗與理論背離的原

因，從而修正甚或推翻經典理論、規

範信念所假定的因果邏輯，把我們的

認識向前推進。他的探索為我們重新

認識多元複雜的近代中國社會，提供

了新鮮的視角。

（一）「政權內捲化」與「經紀人」

杜贊奇用「政權內捲化」與「經紀

人」來評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國家政

權建設。國家政權建設是一國由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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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建制

過程，不成功的、建設目標失效的行

為便為「政權內捲化」，亦即「政權的

正式機構與非正式機構同步增長」，

政權徒有擴張，而國家不享有擴張收

益，即為「內捲」5。「經紀人」是衡量

「政權內捲化」的概念。「經紀人」代表

國家或以國家的名義行動，以實現國

家的職能，因而是「政權內捲化」的最

佳表徵6。

杜贊奇所謂的「經紀人」包括：知

縣以下的各級書吏和差役、交易中人

（牙人）、度量專家等包稅人是「贏利

型經紀人」；與此相對應的，則是由

村莊推舉、縣政府任命的鄉地、書

手、有威望的士紳，他們充當「保護

型經紀人」7。經紀體制在一定程度上

適應並調和了國家—社會之間的關

係。但是，當「政權依賴經紀制來擴

大其控制力時，這不僅是舊的經紀層

擴大，而且使經紀制深入到社會的最

底層——村莊」8，從而使整個社會都

深受「政權內捲化」的傷害。

大量的文獻、檔案和碑帖材料都

從不同角度佐證了杜贊奇的觀點。法

國漢學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在對傳統中國的荒政研究中發現，地

方人事存在的問題，是小規模的文職

機構與國家正式任命的官員和地方政

府僱用的下層人員（胥吏）之間的分裂。

由於正式行政機構無法應對社會管

理，因此多數實際行政管理工作由大

量下層人員——書辦、胥吏、皂隸、

差役、練勇、捕役——來承擔，而他

們幾乎完全處於中央政府控制之外。

胥役、里長、鄉保、地棍常被冠以

「蠹」、「奸」、「貪」、「滑」之名9。可

以說，杜贊奇的「經紀人」概念十分符

合現代中國人與西方人看待傳統與近

代中國的視野和想像，也規約了我們

看待近現代中國國家的方式。

（二）「第三領域」與「準官員」

黃宗智的「準官員」概念來自於他

對西方理論與中國清代基層治理實踐

之間出現的偏差的思考，對「經紀人」

概念提出了挑戰。他認為，國家與社

會的二元對立從來就不適用於中國經

驗。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多類

型的公共領域概念，即資產者公共領

域、平民公共領域、「高度發達工業

社會中那種公民表決加萬眾歡呼式

的、以專制為特徵的、被宰制的公共

領域」bk，不是太特定，就是太寬泛，

難以真正地適用於中國。若是國家與

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這樣的管轄

範圍與空間，「很難單獨劃分為國

家，或者劃分為社會」，不妨稱之為

「第三領域」，它「具有超出國家與社

會之影響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邏輯的存

在」bl。黃宗智對清代民法的研究也證

實了他的判斷：「胥吏、衙役、縣官

以及地方士紳對來自正式、非正式制

度的物質和象徵資本的策略性運用，

構成了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第三領

域』。」bm「準官員」是「第三領域」的行

動者。黃宗智認為，傳統中國地方基

層治理實踐靠的是半正式、半官方的

領域和治理方法。基層治理的人員由

社區提名、縣衙任命，任職不帶薪

酬，無正式文書。人員如鄉保（清代）、

村長（民國）、牌長，職責為教育、稅

務、糾紛調解bn。

黃宗智提出，「第三領域」在不同

歷史時期表現形式不一。清代的「第

三領域」包括：縣衙判案與親族／社

區調節慣習共同作用來處理大量的民

事糾紛；縣以下的收稅、司法執行、

公共安全維持等行政實踐是由不領薪

俸的「準官員」鄉保、牌長來施行；長

期由士紳參與、領導的諸如治水、賑

災、治安等地方公益。縣以下行政職

黃宗智的「準官員」概

念來自於他對西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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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任命原則上都是由社區舉薦，政

府予以認可。這些「準官員」幫助將國

家與社會聯結在一起。民國的「第三

領域」活動包括「治水、修路、救濟、

辦學堂、調解爭端等傳統的公共活

動」，也有新興階層組成的商會、商

團或自治團體所開展的新型活動。這

種「第三領域」還不斷地得以制度化，

「從半正式的負責公共工程的『局』到

『自治』組織」，無不體現n國家化與

社會化的雙重取向，形構n近代國家

政權建設和近代社會整合bo。

黃宗智還把他的概念向更廣闊的

時空推演。他認為新中國黨治國家權

力在橫向與縱向上的擴展都極為可

觀，結果是「第三領域」大幅度的國家

化。但共產黨在革新社會、政治結構

的同時，也延續和繼承n傳統社會基

層治理的半正式方法。「第三領域」的

範圍包括鄉村|生服務與小學教育、

中國鄉村集體（公社與大隊）與城市工

作單位。這些行政、半行政單位的領

導「成為居於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

域的一種關鍵地帶」。在這一空間

�，國家聯合社會開展超出正式官僚

機構能力的公共活動，新型的國家與

社會的關係逐漸衍生，「這�是更具

協商性而非命令性的新型權力關係的

發源地」bp。他還提出，1980年代後新

的私人領域不能從簡單的西方經驗來

理解，新型的民營企業是在國家機器

和官員的扶持下興起的，是體制與市

場互動的產物，是「第三領域」的功效。

（三）「經紀人」與「準官員」的差異

同樣一群基層行政人員，杜贊奇

認為不是「保護型經紀人」，便是敲詐

勒索的「贏利型經紀人」；而黃宗智則

認為他們是官府與地方精英間的緩

衝，是半正式的「準官員」。對於同一

群人，研究者為何會使用如此不同的

概念？他們迥然相異的判斷是如何得

來的？

首先，概念產生的時空差異。杜

贊奇的研究落在二十世紀初新政、

1930年代國民黨重組鄉村社會前後這

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結構發生明顯變

化的時間點上，地域是在生態與社會

經濟狀況不斷惡化、經濟上貧苦的華

北，描述的是國家權力向基層滲透時

的壓迫性和破壞性；黃宗智及其學生

的研究關注的是晚清及民國的基層社

會，突出的是鄉村社會相對穩定的政

治生態和社會基層治理方面傳統的延

續性特徵。選取生態、經濟狀況優越

的河北獲鹿縣作為研究對象的李懷印

提出，地方行政的特點在於讓當地內

生性制度安排承擔日常的管理職責，

而不是國家和鄉村社會的對抗bq。

第二，研究者理論立場的差異。

杜贊奇的關注點在國家，「經紀人」是

從考察掠奪性國家的角度得來的；而

黃宗智及其學生開發的是國家—鄉村

社會的互助合作，「準官員」是致力於

開發傳統中國基層治理的優良傳統。

所以「經紀人」刻畫的是行動者的牟利

性、剝削性；而「準官員」則側重於行

動者身份上的半官方、半正式的合法

地位。

第三，兩個概念的性質與邏輯。

「經紀人」是用於描述、分析「政權內

捲化」的描述性概念；而「準官員」的

提出是黃宗智意圖勾畫其作為場域的

「第三領域」運行機制的概念，是「第

三領域」中的行動主體。「經紀人」是

考量國家政權建設成敗的概念，其存

在是特定時期的現象；而黃宗智認

為，近代到當代中國的「第三領域」中

都有「準官員」的存在，亦即「準官員」

是一種結構性的、靜態的、時間性不

顯著的概念。杜、黃兩人的觀察視角

不同，不同的觀察視角又指向研究者

不同的理論預設。

杜贊奇與黃宗智的理

論立場存有差異。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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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論依據與內在問題

（一）「經紀人」的理論依據與問題

杜贊奇的「經紀人」概念為我們擴

闊了思考近代中國國家成長狀況的視

野，其理論參照是西歐國家政權建

設。西歐多國林立與戰爭頻仍的狀

況，使得戰爭與因戰爭而來的課稅問

題成為西歐民族國家成長的基本動

力；君主與地方自治組織和自治市鎮

間的鬥爭、國家—社會間的對抗，始

終是歐洲各國現代國家形成時期的一

個主題。如果國家—社會間的關係由

傳統社會的互助合作轉為緊張、對抗

關係正預示n中國開始向現代轉型，

那麼「經紀人」就該是「前官僚化或者

說世襲官僚政權向合理化官僚政權轉

化的一個必經階段」br，而並非黃宗智

所說的中國的獨特性。那麼，我們是

否又回到了西方漢學界的「傳統—現

代」分析模式，認為中國的發展就是

沿n西方軌å前進？

中國並不存在這種對抗關係，中

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和同心圓結構

從未形成過國家—社會對立的結構。

國家甚至有意放任鄉村自行任用代理

人，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一向採取

淡化和虛置的手段。問題還在於無論

是傳統的中國還是開始邁向現代國家

的中國，歷史提供給我們的經驗都不

是那麼涇渭分明，而是呈現出傳統／

現代、政治／經濟、公域／私域、權

力／文化等都緊密糾纏在一起的情

形。西方由於發展的自發性和時間

上的從容，各個階段之間存在n明顯

的分野；而中國呈現的面相則多樣

複雜。依照西方國家發展歷程來判定

中國近現代色彩紛呈的狀況，硬要

劃分出發展階段，評判其成敗，未必

妥當。

（二）「準官員」的理論依據與問題

黃宗智的「準官員」概念是基於對

國家—社會模式的修正，基於對中國

歷史與實踐經驗和西方理論之間的背

離原因的反覆探求。他指出，「市民

社會」在十八、十九世紀的含義比較

明確，是指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區

域，經由現代化變遷中國家與社會的

交互作用而生成。目前的通行用法是

依據東歐新近事態之發展而形成，是

指獨立於國家的一切社會組織或社會

活動。這種用法把市民社會與國家簡

單對立起來，並將市民社會與社會混

為一談bs。於是他力圖回到其原初用

意上，依照哈貝馬斯的「國家—公共

領域—市民社會」的模式提出「國家—

社會—第三領域」這一內涵更豐富、

更具彈性、他認為也更符合中國實際

的理論模式。但黃宗智的理論探索尚

有以下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他根據哈貝馬斯的「公共領

域」推導出的「第三領域」是否成立？哈

貝馬斯將其「資產者公共領域」限定為

一個源自歐洲中世紀市民社會的獨特

發展歷史的概念，不是實體，而只是

一種「空間」場域，本身一直都是私人

領域的一部分，並不能將其作為一種

理想類型，隨意用到其他社會的歷史

情境當中bt。特定時空中形成的現象

和理論，如果斬去其產生的背景，把

它推及其他社會，是否可行？許多研

究者同樣基於哈貝馬斯所述的「公共領

域」的原初涵義，質疑黃宗智的概念。

第二，黃宗智的研究總的來說仍

是在回應、修正國家—社會二元框

架，也正表明他並未擺脫其限定。他

對此回答說：「我們需要超越的不是

這些有具體實際根據的概括，而是其

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理論建構。如果

以為不是正式國家，便必定是非正式社

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

格局和同心圓結構從

未形成過國家—社會

對立的結構。國家甚

至有意放任鄉村自行

任用代理人。依照西

方國家發展歷程來判

定中國近現代色彩紛

呈的狀況，硬要劃分

出發展階段，評判其

成敗，未必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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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那就會把其交搭的中間領域完全

排除在自己的視野之外。我們需要超

越的不是國家和社會的實際存在，而

是對兩者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ck

黃宗智致力於提出一種全新的認識思

路，但在尋找證據回應質疑時，卻把

「第三領域」概念的推演推向實質化。

第三，概念推演的實質化的表

現。如果把概念實質化，把它當成是

觀察到的事實看待，把一種提示性思

路和解釋模式推向絕對化和簡單化，

那麼這一概念所能開發出的想像力意

義很大程度上就被抵消了。黃宗智認

為中國的現代歷史經驗中也存在大量

「第三領域」。新中國成立後黨政權力

空前擴張，出現了「第三領域」大規模

的制度化、國家化cl。但問題在於國

家化後的「第三領域」何以還能成立。

新中國借助於既有的社會組織與結構

擴張自身的權力，國家權力全面覆蓋

社會，國家化、準軍事化的基層管理

方式是「第三領域」的簡約治理方法；

還是因為新國家的行政觸角尚不發

達，無法做到結構與職業分工明確，

而社會又未成長，捉襟見肘，才會出

現的現象？新中國社會管理的獨特

性，不過是在現代化情境的逼迫下，

功能不足的國家與不夠成熟的社會

應對現代社會需求的權宜之計，因此

無法制度化，也未使中國的發展長久

受益。

第四，黃宗智借用後現代主義和

新文化史對表達的功用、表達與實踐

區分的研究方式來探討中國的司法制

度，對於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與傳統

不無裨益。但是律例的道德化、儒家

化表達是否真會與其實踐有天淵之

別？「衙蠹」是基於憑空「構想」與歷史

誤會，還是反映了政治肌體無法應對

快速變動的社會需求的尷尬？這也是

黃的重構努力無法圓滿回答的問題。

那麼，他的理論探索意義何在？

三　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
之間的張力　　

理論可以幫助研究者建立或反觀

事物間的因果聯繫，理論與研究者對

未來的設想不可分割，黃宗智說：

「換一種針對中國的理論就要求我們

換一種對中國未來圖景的設想。當我

們在為中國尋求理論的自主性時，我

們所面臨的問題部分地是尋求中國未

來的另一種圖景。」cm但西方理論有其

產生的特殊社會環境，我們不僅應當

把西方經驗和理論置於其歷史背景中

去理解，也應在將其應用於中國情境

時倍加審慎cn。杜贊奇依據的是現代

化理論和國家建設理論，這些理論將

歐洲的發展歷程及由此形成的國家理

論設定為普適的標準範式，中國只是

研究者用以參照呈現自己的「他者」，

如果中國符合其理論，則證明理論的

正確性；如果不符合，則證明中國的

非典型性。這種證實或證偽西方理論

的研究在美國的漢學研究和中國國內

近代史研究中十分普遍co。杜贊奇的

理論比較符合這種以西方理論剪裁中

國經驗的方法。

黃宗智依據的國家—社會模式是

西方政治社會學傳統悠久的分析框

架，它提供了一種有別於現代化理論

和意識形態批判的模式。這一模式一

直是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

乃至趙文詞說：「有關國家與社會關係

的不同認識，就直接影響到了當代中

國研究的發展。」cp國家—社會理論假

定傳統中國沒有西方理論意義上的民

族國家與市民社會，國家覆蓋社會，

而近現代中國的歷史變遷正見證n現

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與市民社會的成長。

黃宗智有意突破把中國作為「他者」，

用來驗證西方文明典型性、證實或證

偽西方理論的研究誤區，他試圖做到

以中國經驗修改、替代西方理論。

國家化、準軍事化的

基層管理方式是「第

三領域」的簡約治理

方法；還是因為新國

家的行政觸角尚不發

達，無法做到結構與

職業分工明確，而社

會又未成長，捉襟見

肘，才會出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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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準官員」概念

但是，黃宗智的問題在於，他借

用西方的理論模式，卻否認中西雙方

具有可比性。他想建立中國歷史的主

體性，結果卻把提示性的概念實質

化，並突破其特殊的時空限定，作普

遍化的推演。他的嫁接兩個理論，尋

找各種理想類型的交接和中間地帶的

做法cq，還使得他對西方理論與中國

歷史的觀點讓人覺得似是而非。

不過，黃宗智意識到中國過去的

變化形式與推動力不同於西方，其發

展道路並不朝向西方理論模式與轉型

模式邁進。他提出，研究者應該立足

於中國，從確立中國自身的主體性和

現代性的立場出發，與西方歷史和理

論進行對話，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貼近

中國實際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也許，

這便是黃宗智的理論探索的最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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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智的問題在於，

他借用西方的理論模

式，卻否認中西雙方

具有可比性。不過，

他提出研究者應立足

於中國，從確立中國

自身的主體性和現代

性的立場出發，與西

方歷史和理論進行對

話，是其理論探索的

最大意義。


